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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深度老龄化与技术革命相互交织，传统养老模式依赖的代际互惠机制面临系统性的解构。信息技

术革命不仅打破了传统经验的权威体系，也重塑了家庭场域的权力关系网络，老年群体从拥有文化诠释

能力的主体逐渐转变为需要技术赋能的照护客体。制度保障的完善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质层面的生存

压力，却未能有效弥合社会变革中代际互动的伦理裂隙，导致养老模式内生性的驱动不足。本文引入行

动者网络理论，试图构建起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代际养老行为的理论架构，以“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

重建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伦理共识，从而从深层逻辑上为养老资源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提供可实践的方

案，使得养老行为由责任本位转向需求本位，为新时代养老转型提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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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deep aging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tertwine, systematically dismantling the int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04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04
https://www.hanspub.org/


金雨 
 

 

DOI: 10.12677/ar.2026.131004 27 老龄化研究 
 

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traditional eldercare model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not only shattered the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experiential systems but also 
reshaped the power networks within the family sphere. The elderly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subjects possessing cultural interpretive capabilities into care recipients requiring technological em-
powerment. While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have alleviated material survival pressures to some extent, 
they have failed to effectively bridge the ethical rift in inter 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mi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drivers within eldercare models. This paper in-
troduces Actor-Network Theory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enerative AI’s interven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eldercare practices. By establishing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filial piety prac-
tices,” it seeks to rebuild emotional bonds and ethical consensus between generations. This approach 
offers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eldercare resources at a deeper logical level, 
shifting eldercare behavior from responsibility-based to needs-based models, and providing insights 
for eldercare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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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人口结构转型的深刻挑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老龄化与健康报告(2022)》
预测，2050 年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 22%，其中，中国老龄化进程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加速特征。
1根据 2024 年年末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31,031 万人，占比 22%，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2,023 万人，占比 15.6% 2。意味着老龄化程度已进入深水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已将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强化家庭赡养责任 3，到《“十

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的“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1]；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组织扩大试点范围，到“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养老项目有序实

行，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与资源倾斜，体现了国家对养老问题的系统性应对。 
然而，制度保障的完善并没有解决社会变革过程中代际互动在伦理层面的问题，养老模式的内在动

力不足这一问题变得突出。从代际交换理论的本质来看，养老困境背后的深层危机，源于互惠性伦理关

系的破裂。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打破了费孝通所揭示的“长老统治”机制——即传统社会中基于经验积累

形成的知识权威体系，还重新构建了家庭场域的权力关系网络。老年群体从具有文化解释能力的主体，

逐步成为借助技术获得照护的客体。诸如网络平台，视频端口此类技术中介承担起经验传递功能时，会

使得代际之间会陷入因“地理分隔”与“认知鸿沟”双因素所造成的互动窘境，而其中的互惠基础也因

此遭遇根本性的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语言模型(LLM)与多模态技术的突破，正在改

变技术参与养老模式的路径和功能。也就是说，技术革命打破了原有养老模式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为

 
1数据来源：《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https://www.who.int/ru/newsroom/fact-sheets/det 人工智能 l/
ageing-and-health。 
2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3条例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章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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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模式的重组与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应对养老困境中底

层逻辑层面的不足，也成为解决养老困境的实践途径与关键方法。这一探索涉及创新技术的应用解读，

同时也是对现代性语境下代际互动境遇的思考。 

2. 代际支持范式的历史模式与现代转型 

2.1. 传统养老模式中的代际支持转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代际反馈模式[2]，为理解中国孝道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这一理

论不同于西方家庭研究的“接力模式”(即单向的代际资源传递，父母养育子女后并不期待直接回报)，费

老认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存在双向互惠特质。其核心在于建构了一套以“反馈–循环”为基础的义务体

系：子女通过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关怀，回报父母的养育付出，形成贯穿生命全程的伦理循环。这种模

式不仅融入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代际间的物

质反馈具有生存层面的合理性。传统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土地和劳动力在代际间的传递是经济反馈

的核心。父母通过分配土地、传承生产工具和在婚姻方面的投入(如彩礼、嫁妆)，完成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子女则通过提供粮食、保障居住和承担医疗费用，履行赡养责任。这种反馈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性：

父母在年轻时通过“对子女的投入”积累伦理传递层面的基础，到年老时则通过“子女的赡养”获得养

老保障。而在文化秩序的代际建设上，儒家将孝道伦理神圣化，构建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生命认

知和“三年无改于父道”的方法论。这种文化反馈形塑了“祖先–当代–子孙”的伦理延续体系，使个体

生命融入家族叙事。而种种孝道仪式作为文化表达形式，则不断强化着社会记忆。 
总的来说，传统孝道的物质反馈功能建立在农业经济的闭环系统之上，由精神反馈维持与巩固。在

土地为根本生产资料的时代，家庭作为“生产–消费”单元，通过土地的非流动性、生产技能的代际传

承性和家庭经济的内循环性，实现了代际间的劳动力接力(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和土地继承(父
母分配土地→子女提供养老)，最终达到自洽循环。但现代化的发展打破了这一闭环系统：技术与资本的

结合重新调整了生产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方式，制度的现代化改变了养老责任在社会中的分配模式，文

化范式的变化则颠覆了家庭内部的权力架构，代际关系也因此发生结构性转变(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aradigm 
图 1. 代际支持范式的结构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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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技术革命下生产关系形成结构转型。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率达 98.6%，

较 2013 年提升 47 个百分点，土地作为养老保障载体的功能在弱化。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家庭

生产属性逐渐发生转变，作坊式生产模式被集约化工业组织取代，工厂承接了家庭单位的生产职能[3]。
与之同步的是工业化的推进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生产职能的系统性转移导致家庭经济自主能力不断

下降。这种结构性变迁催生了“代际脱节”现象：子代通过教育实现职业流动，养老义务与生产资料控

制权彻底分离，传统家庭内部的双向反馈机制趋于瓦解。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下权力关系发生代际倒置。重知识技能的工业化社会使长辈的农耕经验贬值，

形成“文化反哺”现象。“后喻文化”作为新的文化传递共识出现，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其“彻底颠覆了不

平等的父权模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当今社会的家庭关系与权力结构，以至于全世界的人都必须重新为

未来确定方向”[4]在子代成为新技术的熟悉者或者说掌握者后，传统孝道中“父为子纲”的权威结构被

颠覆。信息技术革命不仅解构了费孝通所揭示的“长老统治”机制——即传统社会中基于经验积累形成

的知识权威体系，更重构了家庭层面的权力关系网络，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前文所述的双向互惠的反馈

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日益发达，养老风险已从物质保障转移到伦理自洽，传统代际契约的逻

辑重心已经改变。截至 2024 年，我国社保卡持卡规模突破 13.8 亿人，覆盖率达 98%的全民参保格局 4，

标志着养老保障完成从家庭单元到社会系统的责任让渡：在供给端，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职业年金

强制实施及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构成三支柱体系；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少子化趋势形成倒逼机

制，推动养老资源配置模式革新。社会保障与企业年金、商业保险等多元渠道的联合，使得代际经济反

馈逐渐从“生存必需”转为“道德补充”。由此瓦解了“养儿防老”的经济契约本质，呈现出代际伦理的

新需求。 

2.2. 现代化进程中的范式结构与核心困境 

面对技术发展推动的“社会–家庭”结构变化，以及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近年来公共部

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持续增加资源投入，构建了包含制度框架、服务网络和保障机制的综合服务体

系。然而，在当前实践中，政府主导的基础养老保障体系受限于资源配置分散及施策路径粗放等问题，

服务效能呈现出结构失衡与质量滞后的复合型困境[5]，无法应对代际赡养责任认知弱化的趋向，由此衍

生出公共服务普惠性与家庭伦理支撑力此消彼长的矛盾效应[6]。基于此，不少学者从外部政策支持与内

部文化引导等角度出发展开相关研究。张尧等主张构建“政府主导、家庭尽责、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

多元共治格局，通过整合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资源，推动医养结合服务下沉[7]。杨菊华等人强调家庭

优先原则，建议从社区养老体系完善、家庭经济支持强化、代际文化引导三方面优化政策设计[8]。蔡玉

梅等则以北京实践为例，提出通过物理空间、价值空间、社会空间、技术空间的“四维生产”创新普惠养

老模式[9]。张晶晶进一步指出，需深挖传统孝道文化资源，构建制度化养老共同体，实现情感归属与行

政效率的有机统一[10]。 
现有研究已针对制度设计、服务整合、文化重塑等层面开展优化设计，但代际伦理的深层次变化仍

未得到充分关注。如何构建契合现代社会的代际文化认同与支持网络，已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升级的伦理

关键点与创新方向。随着家庭结构趋向分散化、社会分工愈发专业，传统孝道的内涵正经历从“责任驱

动”到“情感互动”的模式转变——以血脉延续为核心的强制性责任逐渐弱化。观察代际互动的实际场

 
4数据来源：《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89 亿人覆盖 98%以上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和人力资源保障部。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jinbaogongcheng/jbgcshehuibaozhangka/jbgcshbzkmeitijujiao/202502/t20250205_53571
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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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可发现，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 
从老人群体需求端看，当个体迈入高龄阶段，机体功能衰退、认知模式转型与社会联结松弛化的联

动作用重塑了其情感体验的生成逻辑，其情感中的积极因素减少，消极、负面情绪占据主要空间[11]。现

代社会中居住空间的分散与代际互动的简化，会进一步减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加剧其孤独感受，这一

现象在高龄高危、失智失能、残疾等特殊老年群体中表现更为突出。在长期照护场景下，代际间权力关

系的反转，即子女成为老年人的“监护人”，可能引发老年人的深层心理失衡。从子女的赡养行为来看，

其在履行赡养义务时普遍面临情感付出与反馈获得的不匹配，物质层面的照料难以转化为老年人对子女

的情感认同，单方面的付出缺乏积极回应，导致孝道实践陷入因履行义务产生焦虑与因情感价值缺失而

空虚的双重困境。传统孝道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晨昏定省”等贴身侍奉的模式，但在现代社会高强

度的劳动要求与个体独立生存的压力下，子女往往需要在维持基本生存与履行孝道责任之间进行非此即

彼的选择。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家庭养老在情感支持方面的核心功能，更使制度化养老面临“工具理性

过剩、价值理性不足”的质疑。 
传统的反馈模式受阻，代际资源流动呈现出“向下倾斜”的特征，使得子代对父代的反哺能力和意

愿在结构性压力下被削弱[12]；老年群体反而成为了家庭劳动的实际供给者，这种“代际剥削”现象使得

传统的互惠伦理失去了现实基础。该现象凸显了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失衡及老年人情感反馈断裂的问题紧

迫性，也揭示了制度化养老服务的局限性，生活照料难以重建代际间情感联络，甚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

供需失衡。但现行养老体系的构建逻辑尚未完全适应这种伦理变迁，过度聚焦物质供给的量化指标，忽

视了代际互动中情感价值的培育与维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新的可能，通过在养老行为链条中引入制度性的人工智能

技术，以期实现家庭情感维系与社会化服务的有机协同。 

3.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代际养老的机制分析 

回溯人工智能发展轨迹：从 1950 年图灵在《计算机与智能》中奠基性的“图灵测试”构想，到 1970
年代 MYCIN、HEARSAY 等专家系统掀起的产业化浪潮；从 2005 年“大数据元年”后深度学习的理论

突破，到当下 ChatGPT 与 DeepSeek 等生成式大模型深度融入日常场景，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

实验室概念到社会基础存在的跃迁。面对传统养老模式的失效，技术创新成为破局关键。 

3.1. 理论视角与概念框架 

理解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对当前社会行动网络的影响必须厘清其与传统判别式人工智能的不同之处。

传统判别式人工智能(Discriminative 人工智能)，又称规则驱动型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预设规则与大量

标注数据进行训练和决策的人工智能模型。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学习历史数据中的特征(如图像中的边缘、

语音中的频率)，构建分类或预测模型，而非主动创造新内容[13]。 
而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具备强大的创造性与进步性，又或者说自我迭代性。换言之，传统养老

技术(如跌倒检测器)可以识别“跌倒”这一特定事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可以创造具有同理心的对话、

生成个性化的健康总结或创作新的娱乐内容，这使其能够介入在养老这一行动中所关注的“情感”与“伦

理”领域。 
研究认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可以为这种技

术变革下的社会互动转型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ANT 理论的核心在于打破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强

调“非人类行动者”(如技术物)在社会网络构建中的能动作用。目前，基于 ANT 的医疗保健研究明确指

出，照护(care)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包括从业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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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患者和政策”。这一视角使得分析得以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将技术(如人工智能)视为塑造社会

互动的积极参与者，而非中立的工具[14]。 
基于此，本文所提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这一概念指向智能时代代际伦理的新型实践范式，其本质

是通过技术中介重构养老实践的实现路径。正如前文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技术特性使其具

备构建技术介入伦理实践逻辑的可能性，也使孝道伦理的数字化重塑从理论构想走向技术实现。与传统

养老模式相比，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具有四个革命性特征：其一，主体性重置，即从家庭责任本位转

向老年需求本位；其二，伦理动态化，即从单向义务的被动履行与接受转向可持续的价值共创；其三，

技术共生性，即从单纯的科技型工具性辅助转向伦理主体赋能；其四，个性化适配，即从普惠服务实践

到个例情境共情。具体而言，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并非简单将孝行数字化，而是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

将传统孝道中的“养亲”“敬亲”“悦亲”等伦理内核转化为可编程的交互场域以及在该场域下的情感链

路与算法共识，由此以稳定的技术力量介入老年群体生活，形成以老年群体为中心的“新”伦理反馈自

洽。 
 

 
Figure 2.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mediated by technology an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图 2. 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实践与传统孝道实践 
 
如图 2 所示，传统孝道实践与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的结构性差异清晰呈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代

际伦理的重构路径。传统养老模式呈现单向闭合结构，其运行逻辑以“责任本位”为轴心，依赖家庭内

部代际反馈的线性循环。然而，现代化进程中地理分隔、认知鸿沟与伦理共识弱化(图中虚线箭头所示)导
致代际反馈链条断裂，使得养老行为趋于单向付出；同时政策层面的物质资源再分配仅能从基础服务功

能切入，情感支持则受限于标准化服务的被动响应机制，在标准化的服务下对于弥补老人因代际反馈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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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而产生的情感空缺，收效甚微。而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实现了从养老

行为“责任本位”到“需求牵引”的范式跃迁，将社会资源前置于养老服务流程，驱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精

细化养老服务内容，在赋能服务对象时不需要其给予反馈支持，而是主动获取养老场景下的行为知识为

学习养料，以此形成自我逻辑闭环。 
也就是说在本文语境中，传统代际支持体系的核心困境在于反馈机制的断裂，也即物质赡养与精神

慰藉的失衡、经验权威的消解以及情感共鸣的弱化。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实质上是技术物在行动

者网络中执行“转译”功能的实践，这使得老年人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客体，而是通过技术赋权成为

伦理网络的核心节点，这种主体性重构从根本上重塑了“技术适老化”的传统逻辑，如表 1 所示。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of generative AI-enabled inter generational support transformation 
表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代际支持转型的多维度对比 

维度 传统孝道 制度化养老 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 

伦理基础 责任本位(代际反馈、血缘) 责任本位(社会契约、普惠) 需求本位(伦理自洽、情感联结) 

核心机制 物质反馈、精神反馈 标准化服务、资源配置、风险管理 技术中介、情感转译、动态调适 

老年角色 
经验权威的“主体” 制度的“客体” 网络的核心节点 

照护客体 照护客体 被 AI 赋权的主体 

技术角色 低 判别 生成/创造 

3.2. 转译机制分析与伦理介入模型 

为进一步解释“技术中介化的孝道实践”这一行动建构的机制，研究引入弗贝克的“技术中介”

(Technological Mediation)理论。该理论进一步拓展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其主张技术并非价值

中立的被动工具，而是积极地“共同塑造”(coshape)人类的行动、感知和经验。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扮演

着中介角色，并在此过程中重构了道德判断的基础。弗贝克的核心论点是，技术的“脚本”(script，源自

ANT 的概念)能够“规定”人类的行为。例如，酒店钥匙上沉重的金属块“规定”了住客必须将其归还前

台；门禁系统“规定”了只有特定人群才能进入[15]。在弗贝克看来，当工程师设计这些“脚本”时，他

们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实践伦理”[16]。他们正在将特定的道德观念“物质化”到技术物中。也就

是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动逻辑如果被引入“主体性重置”这一环节，将会拆解抽象的伦理困境，并输

出具体的解决条例，这一行动则同样将养老行为变成一种主动作为，而非被动行动。 
传统的“社会技术系统”(STS)设计理论早已强调，技术系统与社会组织(人的因素、工作流程、组织

结构)是不可分割的，必须进行联合优化(joint optimization) [17]。如果忽视社会子系统，单纯引入技术，

必然会导致排斥和失败[18]。 
其中关键就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突破传统技术的中介边界，成为代际伦理网络的“核心转译者”。

传统养老模式依赖血缘纽带与制度保障，而人工智能的介入引入第三重维度，也就是技术化的反馈系统。

在养老场景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并非简单的工具性嵌入，而是通过以下四个节点的转译过程重塑

伦理关系网络，这种转移过程需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养老场景进行主体性预设，即以老年人为中心，

进行具体养老服务场景判定，在转译过程中嵌入并完成“数据采集→行动建模→协议生成→动态调适”。 
以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家庭为例，代际互惠因地理分隔被显著削弱，养老困境更为突出。生成

式人工智能作为中介介入时，其互动过程可具体演绎如下：其一，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生成式人工

智能将“子女缺位”导致的亲情缺失、日常照护不足等现实问题，转化为可被监测与干预的技术议题。

例如，通过安装在老人家中的智能陪伴设备，系统可基于语音交互频率、对话内容的情感倾向、日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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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律等数据，构建“孤独指数”与“风险系数”，将原本依赖道德自觉与亲情联结的养老责任，转化为

可通过算法预警和远程响应的技术管理对象。其二，利益赋予(Interessentment)：系统通过功能设计为不

同行动者赋予具象利益，促使其接受并参与技术网络。对外出务工子女，AI 生成“老人每日活动简报”

“健康异常提醒”，并支持一键发起视频通话或点送语音节目，使其在远方也能履行部分照料职责，减

轻空间距离带来的无力感与愧疚感。对留守老人，则通过简易语音交互、戏曲播放、自动提醒服药等功

能，提供便利与陪伴，增强其对技术的信任与使用意愿。对基层网格员与卫生站，系统可提供异常状况

通报，使其能及时介入，提升服务效率。其三，征召(Enrollment)：在落地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适配性

调整，征召本地化要素进入网络。例如，语音助手需适配当地方言与口语习惯，否则老人难以使用；健

康监测算法需结合具体生活场景如厨房、卫生间等，否则易产生误判；此外，系统还可能征召邻里互助

习惯，比如当检测到老人长时间未活动，可自动通知附近亲属或志愿者上门查看，将传统乡土社会关系

纳入技术支持体系。其四，动员(Mobilization)：当子女、老人、本地服务者、设备与算法等异质行动者被

逐步接入，系统通过标准化数据接口与协作规则，将其整合为可持续运行的远程照护网络。例如，老人

生理数据异常触发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子女手机与村卫生站，形成多方协同响应。而系统亦在运行中

持续学习，当发现老人偏爱某类戏曲、习惯特定通话时间，便逐步优化推送内容与互动节奏，使整个网

络朝着更贴合该家庭实际需求的方向自适应演进。 
综合来看，技术物的伦理效力既不源于其内在本质，也不取决于人类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定网络

配置中通过持续互动涌现的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养老伦理的重构，本质上是技术行动者与人类行动

者共同编织新型关系网络的过程。在这一网络中，传统代际反馈的“闭环”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机

协同的开放系统，人工智能既非替代子女的情感角色，亦非消解家庭的责任边界，而是通过重新配置行

动者间的联结方式，将养老困境中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伦理创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本研究所述生成式

人工智能介入这一行动既非试图以算法简化人类情感的丰度，亦非用效率逻辑替代伦理价值，而是通过

持续学习与动态调适，在标准化公共服务无法触及的裂隙中，为每一位老年人编织独一无二的支持网络。 

4.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代际养老的风险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养老模式的介入，标志着人类社会在应对深度老龄化挑战中迈出了技术伦理创新

的关键一步。然而，技术创新的进程始终伴随风险的共生，技术伦理的构建必须在技术设计中嵌入价值

理性的预先考量与设计。目前已有学者论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加剧了

偏见歧视、隐私侵犯与个人信息滥用问题，还存在责任归属模糊等典型伦理风险[19]。需进一步考量并构

建“价值–制度–技术”协同治理框架，确立“技术辅助”的人本原则，建立算法审计与责任追溯机制，

明确人机权责边界，在技术开发中嵌入文化敏感性评估，防止算法偏见加剧社会排斥。《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表明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20]，
如何以人文价值引领技术创新，应当成为在智慧养老转型中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键议题。 

从风险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养老场域的渗透可能重构代际互动与照护关系的伦

理基础。技术看似“中性”的介入，实则嵌入并再生产既有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观念，其风险具象体现于

以下层面：其一，情感劳动的算法化与代际关系的“去亲密化”风险。生成式 AI 通过高度拟真的交互模

式，可能替代部分原本由家庭成员或照护者提供的情感陪伴与心理慰藉，导致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结被“外

包”至机器，传统基于血缘与日常互动的亲密关系面临工具理性侵蚀。其二，照护责任的转移与道德距

离的生成。当 AI 承担更多日常照护与沟通职能，子女或其他赡养人可能以此为合法性借口，减少实际探

望与互动，形成“以技代责”的伦理规避，进一步加剧老年人的社会隔离与情感贫困。其三，数据化监控

与老年主体性的消解。为 AI 照护系统提供支持的持续数据收集与行为分析，将老年人置于全景敞视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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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控之下。这种“数据凝视”往往以安全与效率为名，却可能漠视老年人的自主决策、隐私尊严与

非常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将其规训为被动接受照护的“数据身体”。其四，技术接入不均与养老资源

的阶层化重构。生成式 AI 养老服务的成本、可及性与数字素养要求，可能加剧资源获取的阶层、城乡与

地域差异，形成“技术红利”与“数字鸿沟”并存的格局，使弱势老年群体面临新型社会排斥。 
应对上述风险，须超越单纯的技术治理路径，而将之置于社会转型与伦理变迁的宏观脉络中审视。

首先，在价值层面，必须重申“照护”的社会性与关系性本质，确立“技术辅助而非替代关系”的红线。

智慧养老的目标与方向应是增强人的联结与尊严，而非用高效率的机器去置换人际间的温暖。公共话语

与教育体系需培养对技术限度的集体自觉，警惕将养老问题过度简化为技术解决方案。其次，在制度层

面，应推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养老政策与法律框架创新。这包括制定专门的“老年数据保护与算法问

责”法规，明确开发方、运营方、使用家庭及公共机构在 AI 照护中的法律责任与伦理义务；将“数字包

容”与“适老化设计”强制标准纳入产品准入与应用体系；鼓励社区与非营利组织建立“数字助老”支持

网络，保障技术赋权的普惠性。最后，在技术设计与应用层面，须贯彻“参与式设计”与“价值敏感性设

计”原则。让老年人、家庭照护者、社区工作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技术开发与评估过程，确保

AI 系统真正回应其多元、深层的需求，而非单向度地推行技术中心的效率逻辑。算法模型需经多维度伦

理审查，包括对文化价值偏好、社会偏见及边缘群体可及性的持续评估与修正。 
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的工具可能性，但其社会化应用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充

满价值张力与权力博弈的领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风险的本质是社会风险在智能媒介中的投射。

因此，构建稳健的“价值–制度–技术”协同治理生态，其核心不仅在于防范技术失控，更在于通过这

一过程，促成一场关于老去、照护与人类联结的社会伦理再思考，确保技术进步最终服务于缔造一个更

具包容性与温度的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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